
    

试论人大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  华 飞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简称，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实施行政
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政府行政行为可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
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一般不针对特定
对象，而是规定在某种情况和条件下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规则及权利义务关
系，有时也称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根据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
定、命令。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对行政相对人权利
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指导，具体行政行为依据抽象
行政行为而作。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非 常 重 要 。   

一、人大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重要性   

监督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是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需要。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
必须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但是人民代表大会
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时，涉及较多的是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对政府某方面工作进行审议，组织人大代表评议政府执法活动，对政府进行执法检
查，通过信访进行个案监督等，基本上都是针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而地方人民代
表大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之类的消息却鲜有耳闻。抽象行政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大监督的盲区。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是人大监督体系中的
重要内容，人大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不应厚此薄彼，加强对抽象行
政行为的监督是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职责的内在 要 求 。   

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
遍的适用性，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指导，因此，其自身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抽象行政行
为一旦违法，则政府部门依据该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势必一同违法。所
谓的“制度性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大多源于此。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
督，确保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以从源头上遏制政府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
为，约束政府权力膨胀，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   

加强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确保法律在本行政
区域内的正确实施是地方人大的重要职能。地方政府在实施法律过程中除了直接运用
法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外，更多的是依据法律出台规范性文件，以加强对经济、社
会、文化等事务的管理。但是出于部门或地方利益，政府抽象行政行为与现行法律相
抵触、相违背现象时有发生，一些行政机关曲解法律规定，或对法律断章取义，或者
干脆置法律规定于脑后，出台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相矛盾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各自为
政的“诸侯法制”现象，挑战宪法至上的权威性，破坏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的
完整性。因此，加强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对确保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和失之监督的原因分析   

监督体系不健全是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制度性原因。地方政府在制定规章时
向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制度不完善，如何备案各地的随意性很大。大多数情况下，政府



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不征求人大意见，往往在文件出台后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抄送了
事，实际上仅履行了告知义务，导致权力机关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 。   

抽象行政行为本身具有不可诉性，司法机关对其没有监督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的
规定，行政相对人可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政府的抽象
行政行为却不能进行诉讼。法律将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从而
使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成为司法监督的空白点。   

尽管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对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连同该行为的
依据——抽象行政行为一并向同级政府或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提起复议，但这种来自于
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其公正性显然受到怀疑。在一个法治水平不高、司法权尚且受
到行政权制约的社会，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监督是很难完全到位的。再说，行政相对人
因与行政机关地位不对等、行政救济效率低等原因，往往难以通过复议起到监督作
用 。   

地方或部门利益是政府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主观原因。从实践情况看，规范性文
件制定机关受利益驱动，背离依法行政目标，造成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的规定和精神
宗旨不一致，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利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搞
地方产业保护，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些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
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也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违
法设置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
本地区、本部门权限，导致规范性文件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并且，地方政
府执行规范性文件的积极性往往要高于执行法律的积极性，许多地方出现的“法律不
如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管用”的怪事就是
明证。   

人大自身力量的不足使监督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缺乏能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基
本上都是从党委、政府部门领导岗位上转过来的，年龄偏大，法律知识普遍缺乏；人
大机关编制有限，人员不足，无法配备大量的法律专业人员。而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涉
及面广、数量多、专业性强。因此，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从某种程度上讲，人
大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监督 能 力 。   

党委介入政府事务使人大的监督面临困惑。当前，党政不分现象比较普遍，党委
包揽一切，直接处理具体事务，表面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实则削弱了党驾驭全局的能
力，使党的战略决策能力下降，也使人大的监督面临尴尬。如一些地方往往以党政联
合行文的方式出台具体的规定，从而使规范性文件从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升格”为
党的“政策”。对一些重大工作，有的党委直接行文进行部署，造成党委决策、政府
执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大有时也难以置身事外，如嘉禾县人大常委会在该县
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作出了有悖法治精神的拆迁决议，令人深思）。法律规定了人大
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政府的监督权，但置于同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人大对党委工作进行
监督没有现实可 能 。   

三、加强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建议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监督能力。提高人大常委会的自身素质是加强对政府抽象行
政行为监督的前提。要按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年轻化、专业化、专职化要求，加强
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改变人大机关“养老院”、“过渡站”的形象，增强人大机关
的生机和活力。为增强国家权力机关审查监督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能力，人大常委会
应该吸收年纪轻、懂法律的人才，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整体法律素质；为弥补人大机
关人员编制有限的不足，人大常委会还可聘任法律顾问，委托法律界人士审查政府抽
象行政行为；要充分利用代表资源，在审查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时，应该让法律界的人
大代表参加审查。   

加强事前监督，严把准入关。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府规范性文件的产生程序，
仿照立法法，对抽象行政行为应遵循的原则、权限、程序、适用、解释等方面作出具
体的规定，将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现阶段应建立健全规范



  

性文件前置审查机制，政府及其下属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统一由政府法制部
门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再予以公布实施；对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文件，人
大常委会可直接介入前置审查，如要求政府出台重大政策时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政策依据，经审议通过后 方 能 生 效 。   

加强事后监督，确保运行质量。政府规范性文件出台后，人大对其实施的监督更
为重要。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政府工作，特别是在检查政府执法工作时，要加强对政府
出台的相关文件的审查，不但要审查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还要审查其产生程序
的合法性，必要时可以把审查政府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抓。对在检查中
发现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要及时督促政府加以修改，或是
视情况依法撤销。此外，还要督促政府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对不合时宜、与现
行政策相抵触的文件，该停止执行的要停止执行、该废止的要废止，以保证法制的严
肃性和规范性。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违法责任者的制裁，对出
台违法文件造成严重后果的政府部门领导人实行罢免 。   

探索司法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虽然法律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但在
法治逐渐进步的趋势下，司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
要意义。首先，从国际形势看，不论是同为罗马法系的德、法等国家，还是英美法系
的一些国家，其法院都不排斥抽象行政行为。因此，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不
仅适合我国法制现状和发展方向，而且与国际司法环境相吻合。其次，从国内背景
看，我国加入WTO后，根据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除声明保留的部分
外，一些抽象行政行为将纳入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如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政
府采购协议中的有关规定等，如不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将不利于保护我国国
民的利益。再次，从我国司法实践看，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将政府超越权限
所出台的规定排除出适用范围，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实行间接的监督；还有的将政府部
门自认为是“抽象行政行为”的文件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纳入诉讼范围。因
此，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不但必要，而且可行。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应进
行积极探索，通过立法等方式授权司法机关监督政府抽象行政行为。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海县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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